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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5个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进行274份问卷

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发现存在生产过失型、政治斗争型、

违法型和财产型4种类型的越轨行为,并测算了这些越轨行为存在不同的严重程度;55%以上的农民工认同越

轨行为存在污名效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污名效应方面不存在显著差距,污名效应与农民工城市融合感

知显著相关。提出了减少农民工工作越轨行为、减轻农民工负面形象及增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群际关系

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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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是国外组织行为和社会心理

等研究的热点,Hannah等指出工作场所越轨行为

广泛存在,且已经给企业、社会造成很大负面影

响[1]。国内各行业的工作场所同样存在大量的越轨

行为,而且越轨行为同样给企业、社会造成了负面影

响,但相关的学术探讨却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谭

远宏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越轨

行为,认为应该采取文化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预

测和控制越轨行为[2];杨杰等对工作场所的越轨行

为进行了结构分类[3]。农民工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

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游离于城

市和农村之间,尽管其身份已经出现了分化,绝大部

分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工作在城市中相对较

累、较脏、较繁重的岗位上。国内外关于工作场所越

轨行为的分类范式是否适用于农民工? 他们的越轨

行为是否存在“群体负面”效应? 是否会扩大农民工

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群际距离? 这些问题的研

究,有助于掌握农民工群体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基

本情况,有助于找到增进农民工群体与市民之间的

信任、增加农民工城市融合自我感知的措施。为此,

本文拟在对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

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来收集数据和资料,以期对农民

工工作越轨行为及污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提

出规范农民工工作行为及减轻污名效应的相应对策

及建议。

  一、理论研究与假设

  1.工作场所越轨行为

关于越轨行为的定义,国外学者早期的著作中

已经有详细的阐述:如戴维·波普诺认为“越轨即是

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由此也称为偏离行为”[4];杰
克·道格拉斯等在《越轨社会学概论》中引进漏斗模

型,由宽泛到狭窄提出10个层次的越轨范畴,认为

越轨与非越轨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甚至认为有

些越轨还具有积极意义[5],可以说,道格拉斯对越轨

概念的界定是模糊和开放的。国内学者杨杰等认为

越轨是“组织成员有意采取的针对组织成员或组织

财物、且违反组织重要的主流规范的行为,并根据结

果将越轨行为分为共赢、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己

损人四种情形”[6]。结合本文的研究,将农民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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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的越轨行为界定为“农民工在工作场所违反组

织主流规范或社会公共道德、法律法规的行为”。
关于越轨行为的类型,Hollinger根据越轨行为

的客体较早地划分为财产型越轨和生产型越轨两种

类型[7];此后,Robinson根据越轨的对象又提出了

ID-OD模型,即将越轨行为划分为人际越轨与组织

越轨两种类型[8];《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根据越

轨违反规范的程度将越轨划分为不适当行为、异常

行为、自毁行为、不道德行为、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

为6种类型[9]。可见,不同的划分标准导致不同的

越轨行为类型;即使是同一研究者,不同时期的研究

结果也未必一致,例如杨杰等对中国人工作场所越

轨行为分成生产型过失、违法行为、损公肥私与合作

破坏行为4类[3],该结果与其2004年的研究结果也

不同。可以推理,不同社会文化、不同群体的越轨行

为可能有不同的分类范式。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已经

分化的社会事实,本文将调研对象聚焦于“建筑工

地”的农民工,研究其越轨行为的种类和程度,以及

因此产生的影响效应。

2.群体污名

“污名”这一概念较早由Goffman提出,其原意

是针对身体缺陷、种族身份个体的“身体或心理上的

憎恶感”,个体污名逐渐成为组织行为的研究内容。
近年来,随着企业不当行为、丑闻、破产等“阴暗面”
出现,组织污名逐渐引起关注。可以说,组织污名是

个体污名的概念延伸,Devers从生成条件、预防与

消除、广泛传播3个方面对个体污名和组织污名进

行了概念剖析,解析了受众对个体或组织属性的“心
理质疑”[10];张斌等认为污名的理论基础是越轨社

会学中的贴标签理论,即对违背社会规范的一种消

极评价[11]。据于此,由于农民工工作场所的越轨行

为违反了组织主流规范或社会公共道德,故极易引

起外部观察者的消极评价,从而造成了农民工“群体

的污损形象”。更进一步,越轨行为的群体污名效应

还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的认

知,增加群际距离并产生刻板印象、偏见或歧视等社

会现象,从而影响到农民工市民化的真正实现。

3.理论假设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所

属的群体产生认同,而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如种

族、肤色、性别等)和后天的社会属性(如职业、教育、
社会经济地位等)均会对社会群体身份产生影响。

Song的研究认为,按社会群体身份可以将个体分为

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当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

成员身份不同时,个体往往通过群体身份来推断彼

此是否可以信任[12];更进一步,Lount通过实验发

现,人们更倾向于认同和信任内群体成员,即容易产

生内群体成员的偏爱和外群体成员的偏见、刻板印

象甚至歧视[13]。由于农民工固有的“农村户籍”属
性,加上整体而言文化教育水平低下、收入相对较

少、缺乏社会保障等区别于“城市居民”的社会属性,
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形成了迥异的社会群体身

份。而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身份,又影响群际之间

的信任。不难理解,农民工工作场所的越轨行为给

农民工贴上“负面形象”的标签,越轨行为的污名效

应会在群体中扩散,甚至影响到其自身的城市融合

感知,也必然加深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信任质

疑,增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难度。由此提出:
假设1:农民工工作越轨行为有损于农民工群

体形象,并造成负面效应。
假设2:污名效应与农民工城市融合感知正

相关。

  二、实证研究

  1.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1)调查问卷的设计。研究 Hollinger、Rob-
inson、杨杰等经典文献关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反
生产工作行为的测量条目,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建筑

工地农民工”的特点,经课题组成员集体商量,设计

了43种可能的越轨行为。在此基础上,约见了5名

建筑工地农民工亲友开展深度访谈,确信这些条目

可以涵盖建筑工地农民工可能的越轨行为范围。
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主要参考了石荣丽等关于污

名消极影响和污名化扩大过程的相关论述[14],设计

了“同事的越轨行为影响到自己的形象、同事的越轨

行为影响到群体的形象、同事的越轨行为影响到企

业的形象”3个测量条目。农民工城市融合感知主

要参考了才国伟等关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测

量[15],设计了“我的思想观点难以和本地人融合、本
地人很排斥外来打工者、我难以和本地人打交道、我
在这里感觉低人一等、我感觉不属于这里”5个测量

条目。量表采用Likert-7等分设计,1代表非常不

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2)问卷修订。考虑到研究对象平时几乎不看

纸质书刊,而且整体文化程度较低,普通人一看就理

解的调查问题都可能读起来深奥苦涩。在问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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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作者对5名建筑工地农民工亲友进行了4
次试调查,以探讨如何有效获得农民工关于越轨行

为的真实认知。每次试调查后对问卷的措词、反向

题设计、条目顺序、Likert等级设计等进行修改,并
对每次试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深度探究“为何

这次试调查结果与上次有差异”,历时3周完成问卷

的最后修订。问卷的标题为“周围同事工作场所越轨

行为及其影响的调查问卷”,共分为4个部分:一是卷

首语,二是您周围同事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调查条

目,三是越轨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四是被调查者基

本情况。越轨行为量表同样采用Likert-7等分设计。
(3)数据的采集与整理。调查选择了南京、镇

江、常州、无锡、苏州5个城市的5个工地,其中2个

是高校内部的建筑工地、2个是大型楼盘工地、1个

是中型楼盘工地;就工地企业性质而言,2个是国有

建筑公司(中国建筑、中国铁建)、2个是区域性建筑

公司(南京建筑、南通建筑)、1个是本地建筑公司

(成章建筑)。5个工地均通过作者的人脉关系进

入,由工地项目分承包人组织,采取晚上进驻工地生

活区的方式进行调查。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

较低,每次调查均带了2名大学生现场解答疑问,并
发放手巾等小礼品。调查历时45天,共收到308份

问卷,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取得274份有效问卷。

2.数据分析

(1)样本人口统计信息。表1给出了被调查农

民工的人口统计特征,从交叉列联表可以看出,样本

的年龄主要集中于41~50岁和51岁以上两个年龄

段,且分别占42.3%、40.9%,可见建筑工地的农民

工多是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较

少。从受教育程度分析,初中学历的比例最高(达

72.3%)。就性别分析,男性农民工的比例为73.0%、
女性农民工的比例为27.0%。经与工地项目分承包

人沟通,样本构成比例基本吻合建筑工地农民工的特

征;从研究目的而言,样本的选择具有代表性。
表1 样本人口统计列联表

受教育程度

小学或小
学以下

初中
高中

或职中
大专

合计

年龄

20~30岁 0 3 2 0 5
31~40岁 9 28 2 2 41
41~50岁 19 79 16 2 116
51岁以上 14 88 10 0 112

性别
男性 32 145 21 2 200
女性 10 53 9 2 74

  (2)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聚类分析。表2为农

民工工作场所43种越轨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量表(1代表几乎没有、7代表总是这样)可以初

步看出:Q7、Q8、Q11、Q19等条目的平均值在2.4左

右,表示这些越轨行为很少发生;Q4、Q12、Q21、Q39、

Q40、Q42等条目的平均值在3.4左右,表示这些越轨

行为较少发生;Q3、Q5、Q6,Q14等条目的平均值在

4.5左右,表示这些越轨行为较多发生;Q1、Q2、Q10、

表2 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序号 越轨行为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序号 越轨行为描述 均值 标准差

Q1 不按单位规范着装 6.11 0.380 Q23 在公众场合辱骂同事 4.59 0.770
Q2 上班时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6.06 0.465 Q24 迟到和早退 6.14 0.781
Q3 为掩盖过失而撒谎、狡辩 4.39 0.603 Q25 恶作剧 4.62 0.782
Q4 蓄意损毁公共或同事财物 3.43 0.609 Q26 打听同事个人隐私 4.67 0.771
Q5 在外单位人面前发牢骚 4.45 0.740 Q27 工作中拉帮结派 4.62 0.743
Q6 推卸责任或找替罪羊 4.44 0.745 Q28 出工不出力,磨洋工 6.19 0.831
Q7 浪费单位财物 2.55 0.610 Q29 散布流言蜚语 4.55 0.793
Q8 不如实报销发票 2.37 0.541 Q30 旷工 6.02 0.741
Q9 嘲笑同事 4.51 0.786 Q31 私下打小报告 4.56 0.788
Q10 虚报病(事)假 6.05 0.696 Q32 故意拆台,不与同事通力合作 4.40 0.868
Q11 用单位电话打私人长途 2.41 0.600 Q33 私用单位工具或设备 3.40 0.628
Q12 偷窃 3.47 0.635 Q34 阳奉阴违,欺上瞒下 4.54 0.752
Q13 收受他人的回扣 3.46 0.641 Q35 诋毁同事 4.53 0.790
Q14 向同事发脾气 4.49 0.732 Q36 与同事吵架 6.14 0.795
Q15 私拿单位物品 2.40 0.598 Q37 与同事打架 6.15 0.841
Q16 酒后上班 6.17 0.691 Q38 违章操作 6.14 0.759
Q17 不注意公共卫生 5.92 1.038 Q39 体罚 3.45 0.652
Q18 言行粗鲁 6.08 0.538 Q40 越权管理 3.41 0.606
Q19 不必要的加班加点以谋取额外利益 2.49 0.697 Q41 贪污或挪用公款 3.36 0.632
Q20 越级汇报 4.92 0.759 Q42 私送单位物品 3.39 0.627
Q21 猥亵同事,性骚扰 3.32 0.581 Q43 把与工作无关人员带到工作场所 6.17 0.773
Q22 建立不正当男女关系 3.43 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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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层次聚类分析树形图

Q16、Q18等条目的平均值在6.1左右,表示这些越轨

行为经常发生。进一步运用SPSS16.0对农民工工

作场所43种越轨行为进行分层聚类,根据研究目的

选择变量聚类(R型),聚类选择方法为最近邻法,距
离和相似性测度方法选择明考斯基(Minkowski)距
离,最终得到的聚类树形图如图1所示:结合条目代

表的越轨行为含义,从距离约16处的地方往下切,
大致可以将越轨行为划分为四大类:Q1、Q2、Q10、

Q16、Q18等13个条目为一大类,这些均与农民工工

作时的劳动纪律、文明礼仪等内容相关(如不按单位

规范着装、酒后上班、不注意公共卫生等),结合杨

杰[3]和Robinson[16]关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分类体

系,将此类越轨行为命名为生产过失型越轨;Q3、

Q5、Q6,Q14等15个条目为一大类,这些均与农民工

工作时为了各种利益与群体成员争斗相关(如为掩

盖过失而撒谎或狡辩、推卸责任或找替罪羊等),将
此类越轨行为命名为政治斗争型越轨;Q7、Q8、Q11、

Q19等5个条目为一大类,这些均与农民工工作时谋

求财物直接相关(如不按实报销发票、用不必要的加

班加点以谋求额外利益等),将此类越轨行为命名为

财产型越轨;Q4、Q12、Q21、Q39、Q40、Q42等10个条目

为一大类,这些越轨行为有些已经轻微触及法律(如
蓄意损毁公共或同事财物、猥亵同事和性骚扰等),
将此类越轨行为命名为违法型越轨。具体聚类、命
名结果见表3。

对照杨杰将越轨行为分为生产型过失、违法型

过失、损公肥私型过失、合作破坏行为四大类[3],

Robinson将采用二维分类将越轨行为分为生产型、
财产型、政治型和人身攻击型[13],加上本文的条目

设计本身存在差别,可以发现建筑工地农民工的越

轨行为区别于以往研究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农
民工工作场所财产型的越轨程度相对最轻,这一方

面是由于工地探头监控和相关处罚的管理制度,另
一方面是建筑工地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较高,他们不

愿意为了蝇头小利冒巨大的处罚风险。就越轨行为

严重程度而言,违法型越轨大于财产型越轨,这说明

农民工的越轨行为向隐蔽化转移,明目张胆式谋求

利益转向“偷窃、收受他人的回扣、贪污或挪用公款、
建立不正当男女关系”等较为隐蔽的方式。越轨程

度较高的还有政治斗争型越轨行为,如“为掩盖过失

而撒谎和狡辩、推卸责任或找替罪羊、散布流言蜚

语、私下打小报告”等,这方面农民工的越轨行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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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条目分类与命名

类别 越轨类型命名 行为数 测量条目代码 平均值 标准差

1 生产过失型 13 Q1,Q2,Q18,Q16,Q10,Q24,Q43,Q30,Q38,Q37,Q36,Q28,Q17 6.103 0.718

2 政治斗争型 15 Q3,Q6,Q27,Q5,Q25,Q23,Q14,Q29,Q34,Q26,Q9,Q35,Q31,Q20,Q32 4.551 0.761

3 违法型 10 Q39,Q40,Q42,Q4,Q12,Q21,Q22,Q33,Q41,Q13 3.412 0.625

4 财产型 5 Q8,Q11,Q7,Q19、Q15 2.444 0.609

“有一定职权的白领群体”的越轨行为有相似之

处。越轨行为最普遍、程度最严重的仍是生产型

越轨,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工作环境较

差,工作过程中违反劳动纪律、文明礼仪等始终是

最常见的现象。
(3)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的相关

性分析。越轨行为污名效应的信效度分析。采用

SPSS16.0对越轨行为污名效应测量条目进行信效

度分 析,结 果 显 示3个 条 目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Cronbach’sAlpha系数)为0.760,探索性因子分

析显示 KMO检验的 MSA值为0.860,Bartlett’s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375.3(df=3,P=0.000),具体

如表4所示。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1个,单因

素问卷的解释度为75.3%,符合统计要求。验证性

因子分析显示模型适配度指标 NFI、RFI、IFI、CFI
均接近于1,3个条目的标准化载荷分别为0.871、

0.909、0.609,说明构念测量具有合适的聚合效度

(见表5)。
表4 变量的KMO和Bartlett’s检验

统计量 污名效应 城市融合感知

KMO检验 0.860 0.884

Bartlett球形检验 375.3 708.2

Sig. 0.000 0.000

  农民工城市融合感知的信效度分析。农民工城

市融合感知原有5个测量条目,做验证性因子分析

时,发现拟合度较理想,其中χ2/df=0.565,小于3
较理想;NFI=0.996、RFI=0.988、CFI=1.000、

RMSEA=0.000,模型拟合指标均较理想,只是第5
个测量的标准载荷仅0.368。删除第5个条目后的

模型的拟合指标更加理想(如表5所示),探索性因

子分析发现4个条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sAlpha系数)为0.794,KMO 检验的 MSA 值为

0.884,Bartlett’s球形检验卡方值为708.2(df=4,

P=0.000),具体如表4所示。抽取特征根大于1
的因素1个,单因素问卷的解释度为70.6%,符合

统计要求。
表5 验证性因子分析:潜变量及其测量条目与信度

潜变量及其测量条目
因子
载荷

内部一致
性信度

潜变量:污名效应

   同事的越轨行为影响到自己的形象 0.871
0.760

   同事的越轨行为影响到群体的形象 0.909

   同事的越轨行为影响到企业的形象 0.609

潜变量:城市融合感知

    我的思想观点难以和本地人融合 0.894

0.794       本地人很排斥外来打工者 0.917

        我难以和本地人打交道 0.908

        我在这里感觉低人一等 0.675

  污名效应的认同度分析。由于污名效应的量表

采取Likert-7等分设计(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

非常同意),这里取中间值4(代表不确定)折分数据

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6所示:从性别分析,认为

越轨行为存在污名效应的人数为154,占总样本数

的56.21%;而持否定态度的共120人,占总样本数

的43.79%。从年龄分析,认为越轨行为存在污名

效应的人数为154,占总样本数的56.20%;持不确

定态度的共2人,约占0.73%;而持否定态度的共

118人,占总样本数的43.06%。受教育程度的分析

结果类似于年龄。可见,大部分样本均认为农民工

工作场所的越轨行为会带来污名效应。由此,假设

1“农民工工作越轨行为有损于农民工群体形象,并
造成负面效应”基本得到验证。但需要强调的是,无
论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划分农民工群体,认为

越轨行为存在污名效应的比例仅约占55%;也就是

说,45%的农民工群体认为越轨行为与污名效应之

间没有关系,认为“污名化”其实是“被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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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越轨行为污名效应的交叉列联表

效应程度
污名效应

<4 =4 >4
合计

性别

男 85 0 115 200

女 35 0 39 74

合计 120 0 154 274

年龄

20~30岁 1 0 4 5

31~40岁 14 0 27 41

41~50岁 54 2 60 116

51岁以上 49 0 63 112

合计 118 2 154 274

受教育程度

小学或小学以下 16 0 26 42

初中 87 2 109 198

高中或职中 13 0 17 30

大专 2 0 2 4

合计 118 2 154 274

  如上文所述,样本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3
个方面均不呈典型正态分布。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越轨行为污名效应的认同

(大于4表示认同存在污名效应,小于4表示否定存

在污名效应)是否有显著差异,采用非参数统计独立

性检验[17],引入统计量:

χ2=∑
r

i=1
∑
c

j=1

Oij-Ei( )j

Eij

2
,其中Eij=

nj×ni

n
,

χ2 的自由度为(r-1)(c-1)

分别求得“性别—污名”效应的χ2=0.505,小
于临 界 值 χ20.01 ( )1 =6.635,也 小 于 χ20.05 ( )1 =
3.841,说明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对越轨行为是

否存在污名效应没有显著差异。求得“年龄—污名”
效应的χ2=3.281,小于临界值χ20.01 ( )3 =11.354,
也小于χ20.05 ( )3 =7.815,说明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对

越轨行为是否存在污名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同理,
求得“受教育程度—污名”效应的χ2=6.30,小于临

界值χ20.01 ( )3 =11.354,也小于χ20.05 ( )3 =7.815,说
明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对越轨行为的污名效应认

同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以上结果验证了前述假设1:农民工工作越轨

行为有损于农民工群体形象,并造成负面效应。
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相关性检验。农民工

的越轨行为可能给群体贴上“污损形象”的标签,进
而影响到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群际距离,
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感知。而实证研究部

分两变量相关分析检验验证了这一假设,两变量间

的相关系数为0.192,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概率水平

小于0.01,显然,农民工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其城

市融合感知是高度相关的。
由此,尽管实证研究中45%的农民工认为越轨

行为与污名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即认为存在被“污
名化”的现象。但事实上,不管是否接受越轨行为

可能带来污名效应,污名都有损农民工群体形象,
进而显著影响到群体的城市融合,至此假设2“污
名的负面效应与农民工城市融合感知正相关”得
到验证。

  三、结论与启示

  1.结 论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农民工工作场所的越轨行

为,具体揭示这些越轨行为的程度及类型划分,以及

是否存在污名效应。通过苏南南京等5个城市274
个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工作场所的越轨行

为与现有文献存在内容和类型划分上的差异,层次

聚类显示农民工越轨行为可以划分为生产过失型、
政治斗争型、违法型和财产型四种类型。进一步分

析这些越轨行为的相对严重程度,生产过失型越轨

最为常见(均值为6.103)、其次是政治斗争型(均值

为4.551)、再次是违法型(均值为3.412)、最后是财

产型(均值为2.444)。样本显示55%以上的农民工

认同越轨行为存在污名效应,即同事的越轨行为会

影响到自己的形象、群体的形象和企业的形象。并

且,独立型检验说明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越轨

行为的污名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相关性检验

说明农民工越轨的污名效应与其城市融合感知显著

相关,因此减少工作场所的越轨行为有助于减轻

农民工的“负面形象”,增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

间的群际信任,从而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真正

实现。

2.启 示

(1)越轨行为负面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

民工越轨行为表现为其从出于农村自给自足生活遗

留下来的自由散漫和缺乏职业精神,以及公共意识、
规范意识和职业责任感的缺失。农民工职业生活中

的越轨行为潜移默化地带到工作场所,形成了工作

场所越轨行为的多样性和不同类型程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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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庄飞能提出有必要加强农民工公共文化

服务,以此提升农民工的职业素养、找回农民工的归

属感、增强群体的内部凝聚力[18]。由于农民工工作

场所的越轨行为普遍存在,且大部分农民工认为越

轨行为存在负面效应,而负面效应的直接结果是扩

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群际距离。事实上,本
文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农民工的污名效应与农民工城

市融合感知显著相关。因此,农民工的越轨行为不

仅直接与企业的运营质量和效益相关,而且影响到

是否能较好地融入城市,进而负面影响农民工的

市民化进程。这个结论,无论对微观企业的日常

管理还是宏观层面上的农民工市民化,都显得十

分重要。
(2)负面效应有损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表征。

虽然社会群体身份类别是客观存在的,但个体还会

主观地通过自己所在的社会类别来构建自己和他人

的社会身份,这种社会归类的过程即是社会群体身

份的主观表征。农民工一方面具有农民的身份,另
一方面又具有城市人的身份,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定居在城市,成为城市的新

市民。但是,正如唐兴军等的观点“现代化所带来的

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

任结 构,农 民 工 陷 入 身 份 建 构 与 政 治 认 同 的 困

境”[19]。农民工“买房定居”的“城市人”身份的主观

表征有助于增加“城市人”对“农民工”信任程度,但
是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负面效应,必然负面

影响“城市人”对“农民工”在时间、空间、社会方面的

心理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

污名效应有损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表征,也有损农

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观感知。
(3)通过群际接触弱化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污

名效应。如上文所述,农民和城市人之间的群际距

离越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感知程度越小。但是,群
际之间的接触可以弱化城市人对农民工的偏见、刻
板印象和歧视。具体而言,农民工与城市人的直接

接触有助于扩大城市人对农民工的全面认识,正如

Vezzaki等的实证研究结果:面对面的接触有助于

外群体成员对特定群体的了解和信任,这种了解和

信任与直接接触的频率和程度正相关[20];此外,间
接的群际接触也会对群际信任产生积极作用,随着

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城市人可能通过身边的“新市

民”间接了解散布于城市角落的农民工群体;最后,

农民工与城市人还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提

供的文化产品,彼此想象与外群体的接触,来全面改

善群际关系、增进群际信任。因此可以推理,直接接

触、间接接触和想象接触均有助于改善城市人对农

民工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客观认识农民工工作场所

的越轨行为,特别是弱化污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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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WorkplaceDeviantBehavior,
StigmaEffectandtheUrbanizationofMigrant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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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Jiangsu,2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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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statisticsfrom274questionnairefocusingonthedeviantbehaviorofmigrant
workersin5constructionsitesinNanjing,Zhenjiang,Changzhou,WuxiandSuzhouandthemethodof
hierarchicalclustering,thispaperfoundthatthedeviantbehaviorscanbeclassifiedintofourtypes,

namelythefaultsintheprocessofproduction,politicalstruggle,lawsviolationandunlawfulprofit-mak-
ing.Italsocalculatedtheseveritiesofdifferentdeviantbehaviors.Morethan55% migrantworkersac-
knowledgedthestigmaeffect,andtheacknowledgementtostigmaeffectdifferslittleamongmigrant
workersofdifferentgenders,agesandeducationallevels.Andthereisacloserelationshipbetweenthe
stigmaeffectandmigrantworkers’senseofintegrationintocities.Finally,thepaperputforwardsome
countermeasurestoreducethedeviantbehaviors,bettertheimageofmigrantworkersandenhancethe
intergrouprelationshipbetweenmigrantworkersandcityresidents.

Keywords workplacedeviance;stigma;intergrouprelationship;migrantworkersurbanization;

urban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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